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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高度重视学习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的历史，以便从中汲取战略营养和教

益。早在 1938 年 10 月 14 日，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指出: “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

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 我们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

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2012 年 12 月 31 日，在

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② 可见，透视历史，把握现实，运筹战略，对于中华民族

的伟大前程而言意义重大; 而历史研究趣味的盛行，正是战略缔造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 历史路径*

孙丽萍

( 吉林大学 公共外交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赫德利·布尔提出了国际秩序的经典概念，

他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③ 新

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将国际秩序划分为权力均势秩序、权力霸权秩序和

国际宪政秩序三种类型，并提出三种秩序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在伊肯伯里看来，二战后美国建立

起以美国为中心、西方国家主导的自由主义宪政秩序。④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脱欧、西方

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都对现存美国主导的宪政秩序提出了挑战。2017 年，

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会则直接发表了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⑤的研究报告，明确指出西

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非西方国家开始建构世界秩序，世界有可能进入到后西方时代。
目前学术界对后西方时代或后西方国际秩序的内涵并没有定论，但是由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衰退

所引发的未来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成为后西方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后西方国际秩序究竟是非西方

世界主导还是西方与非西方世界共同塑造成为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围绕着后西方国际秩序的走向问题，学术界形成了几种代表性观点。部分学者从现实主义的理论视

角出发，提出中国实力的增长将引发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以及中美之间可能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

命题。⑥ 一些学者依然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充满信心，认为自由国际主义已经走过了二百年，

它依然有办法继续面对当前的挑战。⑦ 一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未来不会再有什么超级大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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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国际秩序将会由大国和地区国家组成，巴里·布赞称之为“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① 布兰特

利·沃马克则称其为“多节点的后霸权秩序”。② 阿米塔·阿查亚提出了“复合世界”的概念，认为

在复合世界中秩序的建立和管理更为多样化和去中心化，新兴国家将会重塑世界秩序，但它们不可

能独自主导世界秩序，地区和地区秩序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重要性将愈加显现。③ 一些学者强调了

多元主体和观念竞逐对于秩序构建的重要性，提出未来的国际秩序将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④

上述学者关于国际秩序建构的研究，实质上没有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内部的演变规律探

讨，即把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缘起，也就是把无政府偏好、国家中心主

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作为国际秩序理论研究的前提，忽略了 1648 年之前的非西方地区以及 1648 年之

后它们与欧洲现代国际体系互动产生的影响。因此，重视从非西方视角重新思考历史学特别是国际

关系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对于国际秩序研究的学理意义，强调历史学维度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理论建

构的意义，必须考虑时间、空间对国际秩序理论建构产生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单位的多样性是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建构的基础，非西方地区国际关系的研究表明，

直至现代时期区域性国际体系依然存在着单位的多样性。⑤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体系的单位视为

同质的国家，但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建构是将本土性与西方现代性结合在一起完成的，它们并不是同

质的国家，因此后西方国际秩序建构超越了传统的同质主权国家的单一视野。基于国际关系史演进

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本文认为以下两种历史路径将有助于思考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塑。
其一，国际关系史的历史时间演变表明，包含国际秩序在内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一个演化的进

程，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并不是 1500 年或 1648 年以来现代国际体系内部的秩序演变，而是历史的

一个突变点，它可能是后现代国际体系建构的首个秩序。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历史分期是一个重

要问题。杰里·本特利认为: “历史学家们都知道，将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进行分期不仅是在过去

的历史中寻找一个不言自明的转折点，它更取决于塑造人类社会发展的事件与进程，它要求建立一

系列标准与原则从而使史学家可以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类，探寻延续与变革的模式。”⑥ 英国学派学

者巴里·布赞与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提出了国际关系史新的历史分

期，他们依据主导单位的变化将国际体系的演变划分为前现代国际体系、古代和古典世界多重国际

体系、全球性国际体系和后现代国际体系。⑦ 布赞认为，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新定义“国际体系”意味

着添加了进化的维度，并强烈质疑了新现实主义将“国际体系”定义为一个抽象的永恒概念的可行

性。⑧ 有的学者借鉴了英国学派理论与全球史观念，提出了主导性组织形态的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

史分期的第一层次，并据此将国际关系史分为小型共同体时期、区域性帝国时代、欧亚大陆分野以

及全球性国际社会的形成四个时期; 互动能力、互动范围以及模式的变换构成了国际关系史第二层

次分期，并将 17 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划分为欧洲国际社会、大西洋国际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与全球

国际社会的确立、全球国际社会的深化与转型等四个时期。⑨ 唐世平在《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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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人类社会从公元前 8000 年到未来的发展进程、对国际政治的系统转型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系统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演化性的系统，因此，我们需

要用社会演化的方法来审视国际关系的历史。他对国际关系学者过分地强调行为体—结构，将结构

与单元对立起来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① 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主导单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传统的民族国家因为多种互动消融了边界并开始向其他层面分散主权，出现了向后现代国家转变的

态势。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非西方国家实力迅速增长，开始改变国际体系

经济部门的权力结构，世界将进入到一个新的、未知的后现代国际体系的秩序建构中。
其二，国际关系史的政治空间演变塑造了后现代国际体系多元单位、多维政治空间共存的特点，中

心—边缘的过程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权力结构与秩序理念。
国际关系的历史演变可以看作是一个时间—空间矩阵的变化，采猎群、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等

各个时期的主导单位居于不同的坐标位置。不同的主导单位，意味着不同权力、身份与边界的人类组织

形态，同时也内含着不同的政治空间形态与秩序理念。在 1648 年以现代国家为主导单位的现代国际体系

产生后，前现代国际体系在自然地理空间上所占的比例在不断缩小。一战后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在只

有边疆而无边界的帝国空间与流动边界的部族空间基础上，建立起有着清晰领土边界的现代民族国家，

但前现代国际体系的遗产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民族国家”政治空间的内部，传统的种族、民族、部落、
宗教认同与分歧依然存在并形成了多个历史地层的堆积与断裂。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所坚持的同质国家实

则是其表层呈现出民族国家的同质合法外衣，其内部则大相径庭，因此，有的学者将其划分为已构建国

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② 还有学者依据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指标将发展中国家划分为三

类: 建立稳定有效民主政府的国家; 政治和经济制度脆弱的国家; 失败国家。③ 可以说，国际关系

史的政治空间演变破除了人们对现代国际体系同质国家的理论假设，加之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发展对

民族国家政治主权与空间的侵蚀与重塑，后现代国际体系将是一个由全球化、区域化、多元民族国

家体系与前现代政治遗产共同塑造的一个多边界的多维政治空间共存的复合体。
综上所述，研究国际关系史的时空变化，既提供了思考超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路

径，同时也能够触动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一些范式、方法的反思。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历史

演化清晰地表明，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塑面临着从全球性国际体系向后现代国际体系、西方全

球性国际社会向西方和非西方共同塑造的新的国际社会演化的双重突变。

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 认识论视角的解构与重构*

张 云

( 暨南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2008 年以来，全球秩序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的“领土政治”( territorial politics) 在一种不确定的

国际关系逻辑下发生深刻的演变，赫德利·布尔所说的“新中世纪主义”( New － Medievalism) 走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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